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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關鍵年代。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指揮解放軍攻佔了幾乎整個中國大陸，並於10月1日在

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南京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退

據台灣。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年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面。

歷史證明，形成1949年戰果並奠定以後五十年中國軍政局面的最重要因

素，是在這一年國共兩黨最高層不同的軍事戰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這最重要

的表現就是這年年底發生的成都戰役與金門、登步之戰，以及中共準備1950年

攻佔台灣計劃的擱淺。這戰果影響了此後數十年的中國歷史。

一

國共兩黨經過1946-48年約三年的內戰，至1949年年初，勝負大局已定。解

放軍在經過遼瀋、平津、淮海等戰役消滅國民黨軍主力後，於1949年4月乘勝渡

過長江，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南下，先後佔領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長

沙、福州以及太原、西安、蘭州等地，至1949年10月直逼兩廣。在這時，國民

黨實際統治區只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區與東南的台灣等島。當此之時，

國共兩黨最高層都面臨â一個共同問題：怎樣確定今後的軍事戰略？無疑，這

是關係到國共兩黨的前途與中國政局走向的頭等大事。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面對â一片大好形勢，在規劃â徹底消滅

國民黨剩餘力量，實現「統一中國」的大業——這是中國數千年大一統思想的必

然延伸與新政權的必然之舉。在這時，中共最高層把戰略重點與軍事進攻矛頭

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區，尤其注重於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重要軍事力量——

胡宗南軍事集團，而把進攻台灣放在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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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5月23日，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佔領南京、杭州並即將攻佔上海之

際，毛澤東就在致各戰略區軍政負責人的電報中，籌劃與部署此後解放軍各部

向全國各地進軍的路線、地區與任務。他除確定彭德懷的第一野戰軍（以下簡稱

「一野」）進軍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戰軍（「四野」）從兩湖地區「尾白崇禧退路向

兩廣前進」外，以粟裕指揮的第三野戰軍（「三野」）「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

取於6、7月兩月內佔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並相機奪取廈門」，但未

提及金門、台灣；而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軍（「二野」）的任務則是

在協同「三野」渡過長江、攻略皖南、江西，並對付可能發生的美國軍事干涉，

然後，「應準備於兩個月後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並明

確要求「二野應爭取於年底或年底以前，佔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游一帶，並打

通長江水路」。毛澤東尤其強調，要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特別是胡宗南

部，應採取大迂迴、大包圍、斷其退路的軍事戰略，他說：「胡宗南全軍正向四

川撤退，並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

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1從此

電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對福建的主要考慮是佔領福州、泉州、漳州等要

點及廈門，尚未提及金門，更未提及澎湖與台灣；而對西南，則十分重視與防

範國民黨可能「建都重慶、割據西南」局面的出現，因而要求劉伯承、鄧小平的

「二野」在兩個月後離開東南戰場，「全軍向西進軍」，並開始部署各部對西南的

胡宗南等「川康諸敵」實行大迂迴、大包圍，「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在毛澤東

當時的軍事戰略計劃中，台灣與西南孰輕孰重，是十分顯然的。

此後，中共的軍事戰略完全按照毛澤東上述電文的內容制訂與實施。

首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最高層把實施大迂迴、大包圍的軍事手段，

圍殲兩廣與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各軍，進而佔領這一廣大地區，作為1949年最重

要的軍事目標與戰略重點，為此制訂了極周密的計劃，採取了一系列的軍事、

政治、經濟與情報、策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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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毛澤東指示在1949年5月下旬佔領西安與關中地區的彭德懷「一野」

部隊，暫時不去進攻退守陜南漢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

德懷說：「國民黨中央政府正準備從廣州遷往重慶，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

不遷往台灣，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佔漢

中，讓漢中留在胡匪手à幾個月似較有利。」21949年10月，即劉伯承、鄧小平

率「二野」大軍從華東向西南進軍時，毛澤東又指示劉、鄧故作疑兵之態；劉、

鄧於10月20日率指揮機關從南京出發，沿津浦線北上，經徐州轉往隴海線，於

10月23日到達鄭州，故意讓劉伯承在公開集會上講話，然後就隱秘行蹤，使國

民黨軍事當局誤判劉、鄧「二野」將開赴西安一線，與賀龍的第十八兵團會師

後，從北向南進攻秦嶺、大巴山防線，進而入川，從而將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

向川北，使胡宗南部滯留秦巴防線。在這同時，中共方面還通過地下情報系

統，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擔負作戰之責的副參謀長劉宗

寬，在1949年8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的西南軍事會議上，巧妙地通過胡宗南

的副參謀長沈策提出一份「情況判斷」文件與「情況判斷」圖，使蔣介石相信中共

軍隊將首先從北面攻川，而作出了「拒共軍於川境以外，以隴南、陜南為決戰戰

場」的部署，下令將羅廣文的兩個軍從川東北調往川西北，增強胡宗南部的防

線。

另一方面，毛澤東則精心指揮「四野」、「二野」等部隊用大迂迴、大包圍的

戰略，對廣西與西南的國民黨軍部署了兩層大包圍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四

野」與陳賡的第四兵團佔領廣州後，即從兩廣最南端向滇南進軍，斷敵退往海南

島與國外之路，全面包抄與圍殲廣西和西南地區國民黨各軍。1949年7月16日毛

澤東致電「四野」林彪、「二野」劉伯承等人，指示作戰戰略與方法，說：無論在

何處作戰，「均不要採取近距離包圍迂迴方法，而應採取遠距離包圍迂迴方法，

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佔領他

的後方，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這是第一層大包圍圈。在這封電報中，毛

又具體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迅即從華東戰場調往湘、鄂西，準備從

東、南面攻入四川，與川北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配合，形成對四川國民黨軍的

第二重包圍：「劉、鄧共50萬人，除陳賡現率的4個軍外，其主力決於9月取道湘

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佔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

入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經營川、滇、黔、康四省。」31949年

9月12日，毛澤東在致林彪、鄧小平的電報中，再次對圍殲廣西與西南地區國民

黨軍各部隊作部署，其原則仍然是大迂迴、大包圍，斷敵退路，包抄圍殲，「總

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迴動作，插至敵後，先完成包圍，然後再

回打之方針」4。

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把戰略重點與進攻矛頭放在廣西與大西南地

區，尤其â重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支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時，

也在籌劃渡海攻佔台灣，以實現共產黨「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毛澤東與中

共最高層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策反等工作。

不過，當年並未把攻略台灣作為戰略重點與主要軍事進攻方向，而只是把它作

為包抄攻佔西南地區，消滅西南地區國民黨軍各部以後，即在1950年夏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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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下半年才準備實施的戰略任務。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

台灣並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與緊急、周密的規劃，即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據有關史料表明，早在1948年年底國共兩軍在徐州、蚌埠間進行淮海會戰

時，中共最高層就籌組了未來接管台灣的省、巿、縣與部、廳、局等各級的主

管與領導人選。據當時在中共華東局任要職的王力（此人後來上調中共中央，成

為毛澤東身邊的重要理論家，當毛澤東發動「文革」時，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

成員）後來回憶說：「許多人還不知道，1948年準備解放台灣時，舒同是中央和

華東局內定的台灣省委第一任書記。舒同為書記，劉格平為副書記，省委、省

政府各部、廳、各地委、各縣委的班子都已經組建和培訓得很好。」5

在情報和策反上，中共中央與華東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戰勝利後，

中共情報部門就派遣曾參加紅軍長征的台灣籍高級幹部蔡孝乾及張志忠（化名楊

存霖）等人潛入台灣，組織「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積極開展發展組織與情報

活動。1949年年初，中共情報機關與「民革」組織又先後派遣在國民黨軍中任要

職的吳石、陳寶倉等隨軍撤往台灣，吳石官至中將參謀次長，陳寶倉任國防部

中將高級參謀，開展情報與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門戰役後，中共華東局派

女情報人員朱楓（朱湛之）利用關係進入台灣，與中共台灣工委及吳石等人聯

繫，為中共向台澎進兵作準備6。

在軍事上，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4月解放軍渡過長江，攻佔南京、

上海、杭州等地並向福建進軍時，也開始部署攻台的準備工作。1949年6月21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致華東局與華東野戰軍領導人粟裕、張震等人的

電報中，明確指出華東野戰軍（即「三野」）在「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

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準備佔領台灣」7。毛澤東這時主要寄望於「三野」陸軍部

隊，因為中共這時剛剛籌建的海、空軍，力量尚很薄弱。就在6月21日這天，中

共另一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奉毛澤東指示，率王稼祥離開北京，到瀋陽與高崗會

合後，秘密訪問蘇聯。劉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蘇聯幫助中共培訓

海、空軍人員和提供作戰飛機、艦艇以及技術設備等，甚至試â請求蘇聯直接

出動海、空軍，支援中共準備在1950年發動的攻台行動。1949年7月25日，毛澤

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劉少奇，指示劉與斯大林協商，請求蘇方「在莫斯科於半年或

一年內訓練一千名空軍人員，三百名地上機械人員，並賣給我們一百至二百架

戰鬥機、四十架轟炸機作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8。

斯大林爽快地答應了中共的請求，但是因為擔心引起美國干涉，未肯答應直接

派出海、空軍支援中共攻台。

但不管怎樣，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對攻略台灣，只是在進行準

備，並不打算在當年實施。這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急於統一中國，對西南地區的

重視超過了台灣，把1949年的戰略重點放在了西南戰線，甚至把在華東戰場的

「二野」全部調往西南，這樣就必然無足夠的力量同時攻略台灣；其次是毛澤東

寄希望於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等待中共海、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因而把攻台

行動推遲至1950年夏天或1950年下半年。但他只看到在1949年攻略台灣有â渡

海作戰的一些困難，卻沒有看到1949年台灣的脆弱、混亂及其他有利條件，正

是攻取台灣的最好時機；他也沒有想到世事難測，世界形勢瞬息萬變，1949年

1949年6月21日，毛

澤東明確指出華東野

戰軍在「目前幾個月

內有四件大工作」。

其中，第四件大工作

就是「準備佔領台

灣」。同一天，劉少

奇奉毛澤東指示秘密

訪問蘇聯。劉少奇此

行的主要目的，是請

求蘇聯支援中共準備

在1950年發動的攻台

行動。但斯大林未肯

答應直接派出海、空

軍支援中共攻台。

98 百年中國與世界



放棄的機會到1950年就再難重覓；他注重西南地區的軍事價值，卻忽視了台灣

地區對中國統一有â更為重要的意義；他更沒有想到，即使西南地區讓國民黨

軍再固守一段時間，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也不會持久，中共軍隊隨時都會攻克

這一地區，而台灣如不及時攻取，則將「後患」無窮。

二

面對中共軍隊佔領了大陸大部分地區，國民黨實際控制區只剩下台灣、海

南等島嶼和西南地區的情勢，國民黨最高層與蔣介石的軍事戰略計劃與措施恰

恰同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相反。他們注重台灣，而忽略西南。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國民黨上層眼看大陸東南即將不保、兩廣也難以

堅守，曾就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財、文中心撤往何方，進行過一

場討論與爭論。許多高層人士憑抗戰時西撤的經驗，主張撤往大西南、大西

北，利用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取居高臨下防守之勢，負隅頑抗。這樣雖

說防備中共方面進攻的難度較大，可卻有偷襲中原、重佔東南之便。但反對西

撤的人認為，今日的形勢與抗戰初絕不相同，解放軍兵力充足，攻勢正盛，而

且熟悉地形，與民眾聯繫較緊密，遠非當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

略軍所能相比。因而國民黨軍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則將不能阻擋共軍的

凌厲攻勢。這時的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首要之舉是先躲避解放軍的進攻，保

存實力，靜待時機，以圖再舉；若退往西南，不僅不能躲避解放軍的進攻，而

且將陷於全軍覆沒的絕境。

蔣介石畢竟有多年的軍政經驗，因此很快就否決了西撤論。雖然他在1949年

表示要堅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年10月廣州失守後，將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

民政府行政院暫先遷往重慶與成都，還令胡宗南大軍在川西平原與解放軍決

戰，但實際上蔣介石在1949年的軍事戰略中，充其量只是將西南戰線作為一個

「偏師」。

蔣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決策：將國民黨的黨、政、軍、財、

文的中心東撤台灣。他接受了歷史地理學家張其昀的建策。張其昀等東撤論者

向蔣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後說明東撤台灣的種種優勢：首先是台灣海

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勢的共軍乘勝追擊。其次，

台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â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其

一，台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回歸線從台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

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

滿足軍民所需；其二，台島內部交通便利，工業有日據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

於經營，經濟可望起飛；其三，在軍事上，台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於防

守；且位於大西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

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台灣防守將萬無一失；其四，

台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國懷抱後對中央政權有一種

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利用來穩定社會秩序；尤其是台島受紅色「污染」不多，

1948年底1949年初，

國民黨上層曾就國民

黨與國民政府撤往何

方，進行過一場討論

與爭論。許多高層人

士憑抗戰時西撤的經

驗，主張撤往大西

南、大西北。蔣介石

畢竟有多年的軍政經

驗，很快就否決了西

撤，並立即作出決

策：將國民黨的黨、

政、軍、財、文的中

心東撤台灣。他顯然

接受了歷史地理學家

張其昀的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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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二二八」事件整肅，干擾更少，未來即

使社會稍有動蕩，台島四面環海，呈封閉形，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

都已開發，政府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與穩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

軍、財、文中心遷台，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固、強盛的台灣

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9。

歷史證明，張其昀的建議是頗有見地的。1949年國民黨最高層在戰略決策

中將台灣作為避難所與「復興基地」，對兵敗垂危的國民黨來說，確為上策。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為實施上述戰略決策，把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進

行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年12月24日，蔣介石就命最忠誠、幹練

的陳誠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12月29日

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協助陳誠總攬台灣黨、政、軍大

權，這是國民黨最高層為退守台灣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月10日，蔣介

石命蔣經國赴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â俞將庫存共值3.7億多美元的黃

金、白銀與外匯秘密運往台灣bk。接â又從北平、南京運出文物5,000多箱，分

三批運往台灣。1949年3月12日，《中央日報》也遷至台北出版。1949年4月底中

共軍隊渡過長江後，蔣介石於5月遷居台灣，6月在台北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

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核心。7月16日，蔣介石

在廣州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蔣

任主席，統一指揮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各項事務與工作。在此前後，蔣介石對

台灣本土及外圍各海島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軍事防À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月16日，陳誠宣布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統一指揮台灣、福建等東南

地區的軍事。同時，在台灣實施一系列整頓與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治安、

黨務等方面的措施，大力破獲與懲處中共地下組織與反叛人員等。到1950年中，

台灣各方面的形勢已基本穩定下來，軍事防À也得到了加強。

然而，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重點經營台灣地區的同時，仍十分重視西

南地區。在1949年4、5月間解放軍渡過長江後，蔣介石一方面大力經營台灣，

一方面僕僕風塵奔波於廣州、重慶、成都間。8月4日長沙程潛起義後，蔣介石

於8月22日再次親臨廣州，部署廣州保À戰；又於8月29日到重慶主持召開西南

軍事會議，提出與制訂了確保大西南的方針與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四川為

西南防禦重點，西起岷山，經秦嶺、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嶺山西

部，構成所謂「西南防線」。蔣介石命胡宗南軍事集團共13個軍約20萬人，在從

岷山至秦嶺、大巴山一線構築防線，防止解放軍從北面由陜入川；命羅廣文第

15兵團3個軍4萬人部署在川東北與重慶四周；命孫元良的第16兵團3萬人控制巫

山、萬縣、忠縣一線，扼守川東門戶；命宋希濂部8個軍10萬人防守巴東、恩

施、咸豐一線，防堵解放軍從鄂西、湘西入川；再往南，與白崇禧等部防守的

貴州、廣西聯成一氣。

同時，蔣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廣州失守前後，部署國民黨的中央黨部、

行政院等中央黨政機構遷往重慶辦公，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黨國要人也隨之

駐節重慶，並在報刊與社會上大造「防守大西南」的輿論，給世人以「遷都重慶，

割據西南」的印象，藉此將中共的注意力與戰略重心引向西南。

蔣介石在1949年10月

中旬廣州失守前後，

一邊部署國民黨的中

央黨部、行政院等中

央黨政機構遷往重慶

辦公，同時又在報刊

與社會上大造「防守

大西南」輿論，給世

人以「遷都重慶，割

據西南」的印象，藉

此將中共的注意力與

戰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實際上，蔣介石僅

僅把此戰線作為國民

黨軍的一個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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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蔣介石部署「西南防線」，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夠，充其量

僅僅把此戰線作為國民黨軍的一個偏師。這從1949年8月底蔣介石的態度就可看

出，當時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區的國民黨將領在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意見

並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或成都指揮西南軍事，蔣託辭婉拒，「以情勢有所不便，只

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bl。可見蔣並不把他的「基地」與戰略重點放在西南。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1949年戰略決策中對西南戰線作出如此的處置，

則西南戰局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

三

在國共雙方最高層制訂的軍事戰略方針指導下，在1949年底，國共內戰在

東、西兩條戰線出現了不同的戰果。

在兩廣與西南戰線，中共的大迂迴、大包圍戰略取得了重大勝利。1949年

12月的成都戰役就是西南戰線最後一次重大戰役。

先是解放軍「四野」林彪部在1949年7月起對退入湖南的白崇禧部發動猛烈攻

勢，迫使白部退往湖南。接â長沙的程潛、陳明仁部起義。9、10月間，「四野」

在衡（陽）寶（慶）戰役中消滅白部主力一部。10月14日「二野」四兵團陳賡部與「四野」

十五兵團鄧華部自贛粵邊南下，於10月14日佔領廣州，10月26日在陽江、陽春地

區殲滅了企圖逃往雷州半島的余漢謀集團。11月初，「四野」和四兵團分三路向廣

西進軍，將白崇禧部圍殲於廣西。接â，陳賡部從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斷絕

西南國民黨軍撤往國外的退路，形成了對西南地區的第一層大包圍。

1949年10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二野」主力——第三兵團陳錫聯部

與第五兵團楊勇部——秘密進駐湘、鄂西地區，1949年11月1日，乘四川國民黨

軍將防守重心置於川北一線時，突然從湘西、鄂西向黔東、川東發動猛烈進

攻，迅速擊潰宋希濂部，攔腰截斷了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其中「二野」五兵團

楊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貴州，於11月中旬佔領貴陽、遵義後，即分路向川南突

擊，到12月20日，先後佔領瀘州、宜賓、樂山、邛崍、大邑等城，從南面、西

面包圍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二野」三兵團陳錫聯部從湘、鄂、川邊突

入，於11月16日佔領彭水，直逼重慶。正在重慶的蔣介石在明白到解放軍進攻

重點與當前局勢後，知胡宗南部重兵防守的川北秦嶺、大巴山防線已失去意

義，乃急令胡部南撤入川，進駐成都地區，並以其最精銳的第一軍增援重慶。

但解放軍勢不可阻擋，於11月30日消滅第一軍一部並佔領重慶，蔣介石於最後

關頭離開重慶到達成都，與率軍南下的胡宗南在成都會合。

在這時，當中共「二野」第五、三兵團分別從南、西、東三面進逼成都時，

在北面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也越過秦嶺、大巴山一線，尾隨胡宗南部跟進南

追，自12月7日起分三路猛撲成都，這樣，就對在成都地區的胡宗南軍事集團及

其他國民黨部隊實現了戰略包圍。這可以說是「四野」林彪部與四兵團陳賡部自

廣西、滇南對西南地區實行的大包圍圈後，又對成都地區進行的一個小包圍

圈——成都戰役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了。

1949年12月的成都

戰役是西南戰線最後

一次重大戰役。當

時，中共「二野」分別

從南、西、東三面進

逼成都，北面的賀龍

部也越過秦嶺、大巴

山，猛撲成都。胡宗

南深知成都平原非戰

守之地，故多次向蔣

介石要求迅速率軍撤

往康、滇地區，但蔣

介石不允許。蔣希望

胡宗南聯合地方實力

派劉文輝、盧漢等部

在西南堅守，與東南

的台灣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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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戰陣，深知成都平原地區非戰守之地，故多次向蔣介石要求迅速率軍退向

康、滇地區，憑險抵抗共軍的進攻，等待時局變化，若戰不勝，難以支持下去，

則可以從滇南撤往國外，再轉台灣，這樣可以保住這支久經戰陣的國軍主力。

但蔣介石不允許。蔣希望以胡宗南部為骨幹，聯合西南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盧

漢等部，在西南堅守，與東南的台灣呼應。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而且

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的意義。為此，蔣介石通過行政院，於1949年12月8日

宣布改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取代張群，兼任西南軍政長

官，任命胡宗南任西南軍政副長官代行長官職務，統攬西南軍政，指揮聚集於

成都與川西地區的所有國民黨軍各部隊。蔣介石要胡宗南率領這些部隊與解放

軍在成都地區決戰。

胡宗南陷於進退兩難之中。

形勢的發展卻迅速打破了蔣介石的設想。成都地區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

隊，除胡宗南直轄的三個兵團尚較有戰鬥力外，其餘各部多殘破不堪，且有許

多部隊已秘密和中共方面接洽起義或投降，呈不穩狀態。就在蔣介石撤退到成

都、部署成都戰役後僅數日，1949年12月8日、9日，西南地方實力派，四川的

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與雲南的盧漢以及瀘州的郭汝瑰等部，幾乎同時宣布

起義，投向中共，並與快速推進的解放軍配合，包圍成都地區。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蔣介石等於1949年12月10日前後飛離成都前往台

灣。留下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在胡宗南的指揮下，既未能及時、果斷地西撤

康、滇，又未能認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劍門天險，南未能控制樂山通

道，東不能阻止解放軍攻勢，西又不能擊破劉文輝等叛軍，猶豫彷徨，很快陷

入解放軍與反叛部隊的東西夾擊與四面合圍之中。1949年12月21日，蔣介石終

於由台灣致電胡宗南，同意他率軍從成都地區向康、滇突圍，但胡部各軍早已

喪失戰機，陷於絕境中。僅經數日戰鬥，就全軍覆沒。

胡宗南部在成都戰役中慘敗，究其原因，除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外，在

軍事戰略指揮上，中共的大迂迴、大包圍戰略決策及其成功實施，無疑是最重

要的原因之一；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主觀錯誤的戰略指揮則要承擔主要的責

任；而作為成都地區最高軍政長官的胡宗南在軍事指揮上軟弱無能，缺乏膽

略、氣魄與才智，也是敗因之一。至於整個國民黨部隊在當時從上到下缺乏強

有力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喪失理想與鬥志，戰鬥力急劇下降，既不能阻擋

解放軍的軍事進攻，又不能挫敗中共的政治滲透，則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最

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成都戰役與西南戰線諸戰役的結果與影響很重大，它使國民黨軍在西南戰

線徹底失敗、全軍覆沒，也使國民黨政府喪失在大陸的最後一塊控制地區。這

次戰役對國民黨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但是，許多史學

許多史學家忽視了成

都戰役以及西南諸戰

役對國民黨的正面影

響與作用：即它吸引

中共高層把1949年戰

略決策重點放到西南

地區，由此削弱了在

華東戰場兵力，並在

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

放軍在1949年10月、

11月的金門、登步戰

役相繼失敗，1950年

攻台計劃因之擱淺，

形成此後數十年國共

雙方隔台灣海峽對峙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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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卻忽視了成都戰役以及西南戰線諸戰役對國民黨還有â正面的影響與作用，

即它吸引了中共最高層把1949年戰略決策的重點放到了西南地區，從而吸引了

中共「二野」全軍與「四野」、「一野」一部投入到西南戰場與成都等戰役中，由此

削弱了中共在華東戰場的兵力，減輕了其對台灣與沿海諸島的軍事壓力，並在

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放軍在1949年10月底金門戰役、11月初登步戰役失敗與

1950年攻台計劃擱淺，造成了此後數十年國共雙方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面。

眾所周知，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潰敗、退向台灣時，台灣的形勢是極

其嚴峻與不穩定的。經濟方面，破敗衰退，設備破損，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

乏，物資匱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費品奇缺，物價飛漲；政治方面，黨政派系林

立，矛盾尖銳，「事權難以統一」，「謠諑紛傳，人心惶惑」；軍事方面，從大陸敗

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隊雖號稱60萬，但「虛張聲勢有餘，英勇拒敵不足」，多為敗

兵殘卒，編制混亂，士氣低落；空軍8.5萬人，各型飛機400架，但缺乏維修零

件，真正能作戰的僅有半數，汽油儲存量約兩個月；海軍官兵3.5萬人，艦艇約

為59艘，和空軍面臨相同的困難，設備零件不繼。《新聞周刊》的軍事評論指出：

「實際發揮戰力的海軍攻擊艦艇，不及半數。如果雙方膠â，長期消耗，連這最

後的本錢，亦將輸光。」bm外交上，一向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這時對國民黨政

府採取了疏遠與觀望的政策，反而希望與中共接觸，直到1950年1月5日，美國總

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表關於台灣的聲明，再次確認《開羅宣言》與《波茨

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條款，並宣布「美國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

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

循任何足以把美捲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

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bn。在這期間，美國中止了對台的軍事援助。美

國政府很長時間沒有向台灣派駐正式外交機構與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話來

說，在這時期的台灣，「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1950年的台灣6月，其真實

性無可非議。很多過來人，甚至三十年以後，回首前塵，生不寒而慄的感覺。

台灣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禱，或許會出現扭轉命運的奇°」bo。

這就是1949年直至1950年上半年台灣的形勢。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

1949年，中共方面已派遣蔡孝乾為首的地下工作者潛入台灣，建立台灣工委，

發展組織，積極活動；擔任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等人秘密投向中共，作為中共

武力攻台時的內應。顯然，這是中共進攻台灣的最有利時機。

可想而知，如果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不把注意力與戰略重

點放到西南，只派「四野」、「一野」的部隊對西南採取監視，既可牽制國民黨的

許多軍力、財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礙在不久的將來揮師西進、聚而殲

之，而將戰略重點放在東南，放在攻取台灣與沿海諸島上，雖然這時中共還沒

有建立起強大的海、空軍，但畢竟已經有一些從國民黨軍繳獲與起義的海軍艦

艇與飛機，有了剛剛建立的一些海軍與空軍，再加上中共軍隊慣用的、曾在渡

江與渡海攻佔海南島中獲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利用天時地

利，選擇戰機。逐島進攻，則可能最終登陸台島。而只要中共軍隊不管用何種

方式在台島登陸成功，則台島勢將不保。

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略決策時，卻急於

1948-49年，中共方

面已派遣蔡孝乾為首

的地下工作者潛入台

灣，建立台灣工委，

發展組織，積極活

動；擔任參謀次長要

職的吳石等人秘密投

向中共，作為中共武

力攻台時的內應。顯

然，這是中共進攻台

灣的最有利時機。



104 百年中國與世界 統一中國大陸，被國民黨的「建都重慶，割據西南」所迷惑，把主要注意力與戰

略重點放到西南戰線，煞費苦心地實施大迂迴、大包圍的軍事戰略與組織成都

等戰役。但是，當他們取得西南戰線的重大勝利時，卻在東南戰線、在攻略台

灣上蒙受挫折，喪失難得的戰機，並遺下無窮後患。

中共最高層與毛澤東為了注重西南戰線，在1949年9、10月間，把華東戰場

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二野」大軍全部調向西南，從而使華東戰場上兵力劇

減。留駐華東戰場廣大地區的只有陳毅、粟裕指揮的「三野」部隊，其中第八兵

團四個軍鎮守南京、鎮江和蘇南、皖南一線；第七兵團四個軍守備浙江，備攻

舟山；第九兵團四個軍守備上海一線；只有第十兵團的三個軍：第二十八軍、

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一軍，由十兵團司令員葉飛率領進入福建，在攻略與駐守

福建城鄉各地後，能承擔攻略沿海島嶼的部隊已為數很少。中共「三野」的軍事

指揮員粟裕等與軍事指揮機關都未進入福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入閩中共部

隊在1949年10月25日僅派四個團約一萬人的兵力就發起進攻金門之役，且葉飛

與軍、師級長官多未親臨指揮，對渡海船隻等多方面準備不足，因而迅速遭致

失敗。數日後，1949年11月6日，中共駐浙江部隊又輕率發起對登步島的進攻，

也迅速失敗。

金門、登步之戰鼓舞了國民黨軍衰敗、低沉的士氣，也穩定了國民黨在台

灣與沿海諸島的形勢。而中共最高層在遭受這兩次失敗後，對渡海作戰攻略台

灣更為謹慎。毛澤東與中共最高層為實施1950年夏「解放台灣」的戰略計劃，在

1949年年底由毛澤東親自率團訪問蘇聯莫斯科，向斯大林尋求進攻台灣的軍事

援助，特別是海軍、空軍援助。但為時已晚，攻台的最好時機已經過去。台灣

本土的政治、經濟、軍事、治安等形勢到1950年開始穩定與好轉；中共在台的

地下組織在1950年初被徹底破壞；吳石等被捕殺；而朝鮮半島的形勢日益緊

張，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終於爆發；6月27日美國政府在宣布出兵干預朝鮮

局勢的同時，又發表聲明稱：「共產黨軍隊的佔領台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

的安全，並威脅到在該地區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動的美國部隊。」美國第七艦隊

進駐台灣海峽，「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bp。中共最高層清醒的認識到，當時的

中共軍隊沒有與美國強大的現代化海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中共當時在一份

內部指示中說：「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海峽擋

â」，因此中共只能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由於朝鮮戰爭升級，中共把戰

略重點移向東北地區，遂下令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至於攻略台灣則再沒有提

上中共議事的日程。

1949年國共兩黨最高層的不同軍事戰略決策及其實施，形成了不同的軍政

後果；國民黨最高層審時度勢，在1949年將黨、政、軍中心移往台灣，而以西

南戰線為偏師，結果失去了西南，而穩定了台灣；中共最高層急於統一中國，

將1949年戰略重點放在西南，調遣重兵用大迂迴、大包圍的軍事戰略，取得了

成都戰役全殲西南地區國民黨軍的勝利，卻將攻略台灣推遲到1950年下半年，

結果失去了戰機——從而形成了國共隔台灣海峽對峙數十年的歷史。1949年這

一歷史關鍵年代的影響延續至今。毛澤東生前曾對1949年中共的軍事戰略決策

1950年6月25日朝鮮

戰爭爆發；美國政府

發表聲明稱：「共產

黨軍隊的佔領台灣，

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

區的安全。」中共當

時在一份內部指示中

說：「形勢的變化給

我們打台灣添了麻

煩，因為有美國在台

灣海峽擋Þ」，因此

只能把「打台灣的時

間往後推延」。中共

遂把戰略重點移向東

北地區，並下令解除

再攻金門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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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成敗得失，作過一番總結與檢討。據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中共理論

家王力在1995年回憶說bq：

台灣為甚麼沒能解放？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後所犯的第一個

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台灣立足未隱，美國人也從台灣撤走了第

七艦隊，本來是解放台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

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於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巿和

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台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

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台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

們贏了；在台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

能挽回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番總結，是耶非耶？發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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